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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联邦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特点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德国、美国、瑞典等国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比较大的权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与权限远小于单一制国家。在联邦制国家中，中央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相对较少，多为州或地方政府承担。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承担了诸如教育、消防、卫生、医疗等多种服务。当联邦政府在州的辖区内行使职责时，也往往是与州政府采用合作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
　　从联邦制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分布上看，在基础教育领域，联邦政府承担的责任较小，层级比较高的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要高于中央和基层地方政府，其投资比重一般均在40%以上。而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央政府支出所占比重最高，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在社会保障与福利领域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开支，大约占到了全部社会保障与福利开支的80%左右，省以下地方政府开支所占比重仅在10%-20%之间。
　　（二）单一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特点
　　英国、法国、挪威、匈牙利、波兰、两班牙、捷克等国家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由于管理体制的差异，单一制与联邦制国家的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单一制的国家通常采取授权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宪法，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权责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授权，而地方政府则严格地执行中央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在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大一些，中央政府承担的财政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70%左右。也就是说，对于单一制国家而言，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单一制国家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在其支出责任的划分中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而法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比为82.49：17.51，也是中央政府承担了重要的支出责任。
　　从单一制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分布上看，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央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较大，在具体的权力分布上各个国家有所不同，法国集中山中央政府承担，而英国将权力分散至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由中央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其中有些国家几乎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在社会保障与福利领域，大部分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较小。
　　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态势
　　这里从两个方面探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
　　（一）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利润留成，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1984年开始推进利改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导致整个中央财政收入下降。于是，1994年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同时对中央、地方的财力进行了划分，形成了“分税制”。
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最低谷10.3%开始逐年上升。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实施开始，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提高到55.7%，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为44.3%，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呈平稳发展趋势，到2011年分别达到49.5%和50.5%。


 
　　但是，与之相反的情形表现为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2011年，地方政府承担了占84.8%的支出责任，而中央政府只承担厂15.2%的支出责任。据王绍光（1997）的统汁，1989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均高于50%，在1973年至1992年间，27个统计目标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寸：50%。而从表5中也能清楚的看到，我国与其他国家明显的不同。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承担了70%左右的比重，而我国中央政府承担的财政支出责任与70%的比例相距甚远。
　　也就是说，那些基于效率标准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被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却没有足够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从收费和土地财政中攫取财力；或者说，那些基于政治标准本来应该强化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非但没有加强，反而随之弱化了，使得中央政府在应该履行其责任的领域产生了“政府缺位”的现象。
　　（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分布现状
　　自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的69.7%上升到84.8%。也就是说，基本的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以2010年为例，地方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几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分别占各项总支出的94.3%、98.5%和95.1%。而地方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55%以上的支出由市、县、乡三级财政负担，尤其是县乡两级担负着相当沉重的支出责任。这与大部分联邦制国家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负担此类公共服务或者大部分单一制困家主要山中央政府负担此类公共服务的状况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单一制国家里基本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提供所有社会成员最低标准的、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不断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即便是在划分一定的支出责任给地方政府的前提下，中央政府还是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承担起-了绝大部分支出责任，在基础教育领域承担起了超过40%的支出责任。
　　而在我国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这类外溢性较强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其支出责任丰要由县、乡政府承担，例如县乡政府支山了近60%的教育事、伊费和55%-60%的医疗支出，中央政府在教育领域只承担了7%的支出责任和在医疗卫生领域只承担了2%的支出责任。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也只有11%，而89%的支出责任都由地方政府承担。
　　显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支出责任的错配，在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同样存在着支小责任的错配。这种支出责任的错配带来的自接后果就是：在我国执行得不彻底的分税制里（财政学家大都认为我国省以下的分税制是不彻底的），县乡一级的政府即使在转移支付后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的情况下，只好将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暂时束之高阁，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同时，这些基层政府组织为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只好以各种收费和变相举债的行为（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债券），来缓解经费不足的压力。
　　四、结论
　　若要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更符合两条原则——即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尤其是政治标准，我国应效仿其他单一制国家，合理的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范围。将部分原木下放给地方政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上移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主导，按全国统一标准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像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这样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更应该中央政府承担绝大部分支出责任，，在支出责任清楚的基础上，才能谈到给地方政府配备充足的财力。而在地方财力下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前提下，进一步进行资源税、财产税等税种的调整、完善，使得地方税体系得以设立，最终确定各级政府财政来源和财政能力的格局与走向，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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